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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效率、工业化与城市化 
——一个理解中国转轨经济内生发展的理论模型与经验证据 

 

赵红军 尹伯成 孙楚仁∗ 

 
摘要：传统观点认为，只有工业化才是城市化和经济发展的根本出路。本文认为，经济

体交易效率的内生演进比工业化更加重要，接着用交易效率概念囊括交易成本、运输成本，

并以交易效率参数的形式引入工业化、城市化的一般均衡模型，推导出交易效率与工业化和

城市化关系的基本理论预言，最后运用因素分析计量方法提取出能代表中国 1997 至 2002

年的交易效率指数并检验这一理论设想在中国的适用性。结论显示，交易效率的动态改进能

为工业化、城市化提供了好的支撑，但工业化对城市化的贡献却并不显著，这意味着中国的

工业化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政府推动型的，而城市化和经济发展则更多地表现为市场推动

型。这种不协调意味着推动交易效率提升才是中国经济长期持续健康发展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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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论假说 

目前，有关工业化、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比如，钱纳里，赛尔奎因，1989; Lewis, 
1954; Fei and Ranis, 1964; Rosensein-Rodan, 1943; Nurkse, 1952; Fleming, 1955; Hirshman, 
1958; Todaro, 1973等）大多停留在对新古典增长理论认识基础之上，认为工业化在先，城
市化在后，工业化才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对近年来新兴的经济学文献——新经济地理学
(NEG)、新增长理论以及交易成本经济学近年来的新进展等了解不多。我们认为，我国的情
形非常不同于国外，简单地讨论二者之间的先后顺序，就好像研究种子发芽过程时只记住先

浇水还是先施肥一样意义不大，而关注它们在何种环境条件下才会发芽与生长以及在这一环

境条件下二者之间的动态关系则更有意义。第一，了解这一环境条件可以针对性地创设这一

环境条件，从而为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生提供良好的宏微观环境；第二，把握这一环境条件

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动态关系可以让我们清楚，工业化、城市化内生出现、经济持续增长的

诱发机制，为我国在二十一世纪的大发展提供一种正确的理论指导。 
我们认为，工业化和城市化内生出现的这一环境条件就是一国经济体的总和交易效率

高低。原因在于这一总和交易效率可能影响生产要素、产品的跨地区流动；也可能影响“经

济人”自利决策的成本和约束条件，还可能影响这些要素的经济活动区位分布，其结果必然

推动或阻碍一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反过来，工业化可通过推动交通技术和设备、

交易技术和设备、生产技术和设备的生产效率，从而提高一国经济体的总和交易效率，而城

市化则通过将交易、生产活动集中在较小地理范围内获得了交易成本节约，从而推动更进一

步个人层次的劳动分工或厂商层次的规模经济。于是，在一般均衡框架中，交易效率的动态

演进推动了工业化和城市化，而工业化和城市化又推动了交易效率提高，更高的交易效率又

成为更进一步经济发展的前提，从而整个经济发展也会进入持续健康发展的快车道。 
但在展示我们的这一理论模型之前，有必要先介绍“交易效率”（transaction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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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本内涵。该词最先由经济学家杨小凯于 1988 年提出（Yang, 1988）——假若一个人购
买一单位（元）商品时，他实际只得到 k量（元）商品，那么这 1-k部分（元）便可称之为
交易成本，而 k部分（元）可称为该笔交易的交易效率。但有关这一概念与新制度经济学所
说的交易成本之间关系以及它的准确涵义等内容，杨本人却着墨不多。比如，威廉姆斯等人

所说交易成本既包括起草、谈判和维护协议的成本等事前交易成本，又包括协议履约和执行

成本等事后交易成本，但并不包括运输成本，而杨所说的外生交易成本则显然包括了运输成

本。1杨曾说过，交易效率改进既可由运输条件（新的运输技术或运输基础设施）引起，也

可由制度性变化（更有效地保护产权的法律或更具竞争性的银行制度等）引起。2显然，这

一概念已明确了运输条件、运输技术和制度改革在交易效率内涵中的同等重要性，但他并未

言明用交易效率概念囊括交易成本、运输成本分析经济发展的优势所在。 
本文认为，用交易效率概念囊括交易成本、运输成本并用之分析经济发展是一个可取的

理论尝试。3第一，它能避免交易成本框架以及主流经济学不考虑运输成本的缺陷，在一个

统一的框架下考察它们对“经济人”行为的影响。比如，假若用威廉姆斯等人的交易成本概

念分析存在运输成本条件下经济体的一般均衡，则只能另外假定一个商品的运输函数（Hahn, 
1971; Kurz, 1974等），但这种处理方法必然要增加一个额外部门并涉及到一组难以操作的有
关目的地和出发地变量的下标，从而使一般均衡的比较静态分析难以进行（杨小凯，2003，
第 31 页）。1980 年代以前的新古典经济学不考虑运输成本，原因是这会给经济学的模型化
带来难题（Starrett, 1978; Fujita and Thisse, 2002等）。相反，如果能运用一个囊括运输成本
的交易效率概念以及“冰山交易成本”处理技术则既能消除掉运输部门对模型化带来的难

题，又能恰当地考察运输成本、地理区位等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第二，它避免了过去经济学对自然、地理、制度等环境条件视而不见的缺陷，4将制度、

技术与自然、地理等条件通过“经济人”进行经济活动时必须考虑的参数形式引入一般均衡

模型，从而为人们考察制度、行为规则、技术、自然如何影响人们的生产、经营和消费活动

提供了一个新的模型化视角。第三，过去大多数经济学家倾向于认为，计划经济体、转轨经

济体和市场经济体的运行机制完全不同，因而致力于用不同模型来描述不同经济体的运行机

制。通过一个总和交易效率参数来描述经济体的自然、地理和制度等环境条件后，不同的经

济体便能分享一个统一的现代经济学分析框架，对不同经济体进行不同模型化的道路便可集

中到考察不同经济体不同交易效率参数的计量分析上来。这样，现代经济学的知识便具有了

普适性，也能为发展中国家、转轨经济国家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比如，人们常说计

划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机制不同于市场经济体，是计划经济体的人们愚蠢，还是人性不同使

然？非也。从本文的交易效率设想出发，计划经济体效率低、市场经济体效率高的根本差别

并不在于两种不同经济体的微观主体有什么不同，而在于其各种政治、制度、社会、技术条

件总和而成的交易效率存在差别。结果，计划经济体和市场经济体的发展绩效自然不同。 
从对交易效率的度量角度来看，1952年，萨缪尔森提出的“冰山交易成本”（iceberg cost）

概念，为我们用交易效率概念囊括运输成本提供了重要的模型思路。在该概念下，一个人购

买一单位商品时，他实际得到的只有 k单位，原因是 1-k单位的商品在交易过程中像冰雪一
样融化掉了。其中 1-k部分可称为交易成本，主要包括诸如为了保障交易所必需的运输费用、
执行交易的费用、为了保障商品完好的贮藏费用以及收受货款的费用等。这样，k可被视为
该商品的交易效率。从资源耗费这一角度看，交易成本则与运输成本是一样的，即它们都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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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有关交易效率的一般概念及其分析框架可参见赵红军博士论文《交易效率、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一个城

市化经济学分析框架及其在中国的应用》第三章“交易效率一般分析框架”，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4比如，D. North认为，新古典经济学推理过程中，根本不存在制度，也无不同制度的问题。转引自张善智
（1991），第 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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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既有资源，不同的只是前者来自于制度、组织、法律、产权制度等人为行为的扭曲，而后

者来自于技术、自然、地理与基础设施的阻挠。杨小凯，张永生（2000）则将运输成本归入
外生交易成本行列，将交易成本归入内生交易成本行列，认为前者是指交易过程中直接或间

接发生的成本，它不由决策者的利益冲突引起；后者是指个体自利决策的结果带来的资源耗

费，它由人类行为引起，并且后者比前者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更大。在我们的理论设想中，运

输成本与交易成本对经济体的作用则是相同的，即它们均阻碍了“经济人”的微观决策，从

而阻碍了经济发展。 

具体而言，我们所谓的交易效率将由制度、技术和自然、地理等条件综合而成，其关系

可被表示为图 1所示的简洁形式。接下来，我们的任务便是逐步验证这一理论设想。先是进
行一个有关交易效率与经济发展的文献综述，接着将交易效率以一个参数的形式引入工业

化、城市化一般均衡模型，并推导出交易效率与工业化和城市化关系的基本理论预言，最后

运用因素分析计量方法从众多因素中提取出能代表中国1997至2002年的交易效率指数并通
过它来检验这一理论设想在中国的适用性，并提出未来中国经济内生增长的一些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交易效率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并不是一个新话题。早在工业革命以前，哲学家、经济学家

就开始关注交易活动的快慢、效率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比如，古希腊著名哲学家

Xenopnon(gorden,1975)和 Plato(公元前 380)均认为，城市起源于人与人之间的专业化和劳动
分工，而劳动分工则与商业交易活动有关，因此交易活动是否顺畅进行将决定城市中的劳动

分工。到工业革命时期，很多经济学家（Harris, 1757; Tucker, 1756; Hegel, 1821等）开始关
注劳动分工、交易距离与工业化之间的关系。Smith, A.(1776)则十分关注劳动分工、运输效
率以及市场范围之间的内在关联，认为“假若在两都市间，除了陆运外，没有其他交通方法，

那么除了那些重量不大而价格很高的货物以外，便没有什么商品能由一地运至另一地

了”(《国富论》，第 345－346页和 17页)。 
工业革命后，这一思想仍继续流传。Marshall(1890)认为，厂商之所以集中生产的原因

在于，第一，地理上集中的产业可支持专业化投入品生产者；第二，雇佣同类型工人的厂商

集中在一起，可降低频繁寻找工人的交易成本；第三，厂商的地理集中可共享某些有用信息。

提出“工业区位论”的德国经济学家韦伯（Weber,1909）也认为，所谓城市集聚经济就是指
社会经济活动与相关要素在城市集中而引起的资源利用效率提高、成本节约和收入增加。这

些均表明，运输效率、交易距离与工业化、城市化和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内在关联。 
Coase(1937,1960)是一个首创，此后有关经济组织、制度如何影响经济发展的机制开始

受到越来越多经济学家关注。Coase(1960)认为，毫无疑问，财产权的安排将影响经济发展。
Arrow(1969)和 North(1990)则均认同“信息成本”乃是交易成本的根源。 

交易成本将如何影响经济发展？斯密认为，它将通过限制或便利人们之间的专业化和劳

 
图 1 交易效率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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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分工影响国民财富。杨小凯（1997）也提及在市场均衡时，分工和专业化好处是否被交易
成本消耗之间的此消彼涨关系。近年来，经济学家有关交易成本如何影响经济发展的观点均

集中关注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政府以及政府治理或相关的制度、法规措施可降低交易成本，毫无疑问已成为影

响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面。North(1987)将政府界定为“第三方强制力”，它的存在能降低交易
成本。Williamson(1999)指出，政府是一个在管理某些事务如货币供给、外交、法规等方面
拥有较高效率、较低成本的政治组织。Wallis and North(1986)明确指出，政府在建立基础设
施、提供教育机会、制定法律以及财产权保护等方面的工作可以大大降低经济体的交易成本，

为“经济人”的活动提供良好的经济预期。施莱弗和维什尼（2004）以及 Sachs and 
Warner(1995)、Campos and Nugent(1999)以及世界银行（2002）等均认为，政府对经济体的
干预、变化无常的法规措施、低效的公共服务、政府官员的腐败与寻租等均会降低经济体的

交易效率。 
第二，通信科技、电子商务等能大大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经济体的总和交易效率。Pant 

and Cheng(1990)指出，资信科技将会降低有限理性、机会主义、市场不确定性以及资产专用
性，因而必然会降低交易成本，有利于经济发展。Hendriks(1999)也认为，通信技术的进步，
可以增加信息沟通渠道，改进生产和交易流程，减少信息不对称，使交易活动的速度和质量

大大提高。张绍动（2002）指出，不管是市场机制还是级层组织，均会从通信科技、电子商
务中获益，结果沟通成本会减少，相同时间内沟通的次数增加、质量提高，因而将提高整个

经济体的运行效率。从实质来看，通信科技和电子商务对交易成本的影响将通过两个渠道进

行：一是大大降低了签约前的信息成本，二是使交易契约的订立可以远距离、非人格化进行

（刘瑞林，林福兴，2001）。 
第三，教育水平、文化程度、识字率提高会大大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

Schultz(1961)和Walters and Rubinson(1983)早就指出，一国在教育上的投资愈多，其生产活
动的效率就会越高，交易效率也会越高，国民收入也会正比增长。Hicks(1980)和Wheeler(1980)
认为，与其他投资形式相比，教育投资若能与之相互配备则其贡献最为显著。教育降低交易

成本，提高交易效率的机制首先在于，它提高了人们识别、学习各种与生产、交易活动有关

的知识和技能的能力（比如识字、对财产权的认知、谈判技巧等）（Schultz, 1961; Becker, 1975; 
Smith, 1990; Wright, 1979等）。其次，识字率对于个人能否更有效地参与经济活动相当重要，
因而对降低交易成本效果显著（Eigen-Zucchi, 2001）。还有，高识字率在当今以财产权与文
字契约为基础的交易体系中具有更加重要的作用。Sen(1999)也指出了文盲程度如何限制劳
动分工的经验证据。 
近年来，交易成本经济学研究出现了很大进展。不少经济学家提出了度量交易成本、交

易效率的新方法。Collins and Fabozzi(1991)与 Ning Wang(2003)对此进行了文献综述。Wallis 
and North(1986)则将经济体划分为生产转换部门和交易部门从而巧妙地度量了交易成本随
经济发展不断增加的趋势，指出了单位交易成本下降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Dollery and 
Leong(1998), Ghertman(1998), Dagnino-Pastore and Farina(1999)等分别用 Wallis and 
North(1986)同样的方法验证了这一规律在澳大利亚、法国、德国、日本、阿根廷等国的普遍
性；Eigen-Zucchi(2001)则用一个交易价格指数和主因素分析法度量了交易价格、单位交易
成本下降对经济发展的影响。钟富国（2003）采用主因素分析法度量了制度、资信科技、教
育等影响交易效率的不同因素总和而成的交易效率提高与经济发展之间的正向关系。这推动

了近年来交易成本、交易效率对经济发展的分析和解释力。 
1990年代开始，交易成本思想在经济发展领域得到了很大应用。Yang(1991,1993), Yang 

and Rice(1994) , Sun and Yang(1998)在一般均衡框架内分析了交易效率提升、城市出现与分
工内生演进的关系。在他们模型中，如果交易效率极低，则分工和专业化好处被消耗殆尽，



 5

人们只能选择自给自足；如果交易效率不断提高，则人们就会选择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结果

整个社会的生产效率就会不断提高。与此相反，Fujita and Krugman(1995)认为，生产的规模
经济、消费的多样化偏好与交易效率之间的两难冲突，可以解释随着交易效率演进的工业化

和城市化进程。如果农产品交易效率改进或者人口增加，则工业制成品种类增加就使这一两

难冲突有效折衷的余地扩大，使生产制造品的人居住得更加集中从而城市和城市化进程会出

现。Maccan and Easter(2002)等则先后讨论了交易成本理论在不同产业领域的具体应用。 
综上可发现，交易效率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早就有很多经济学家进行了程度不同的研究，

但它们各自为政，难以系统化。斯密等古典经济学家认识到了交易效率的重要性，但他们模

糊的表述使后人沿着不同的角度发展了他们的思想。新古典经济学不考虑运输成本，因为运

输成本给它的模型化带来了难题；交易成本经济学给交易效率以重视，但它不关注运输成本，

新经济地理学关注了运输成本，但不关注交易成本。本文则既考虑运输成本，又考虑交易成

本，试图在“冰山交易成本”技术下将交易效率纳入工业化、城市化一般均衡模型，并运用

因素分析法计量分析方法将这些思想统一起来。 

三、人口不完全流动下的交易效率、工业化与城市化模型 

对正处于转轨过程的我国而言，研究交易效率与工业化、城市化尤有意义。改革开放以

前，我国实行的是排斥城市化的“重工业偏向型”发展战略，结果使改革开放以前的经济结

构和经济发展出现很多不良表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行了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在道路、

电信、邮电等基础设施上进行了大量投资，整个经济体的交易效率大大提高，这些均奠定了

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基础。但当前我国的城市化仍然滞后于工业化，并且关于工业化和城市化

联结机制的研究也存在诸多分歧（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课题组，2002）。从本文的交易
效率框架看，改革开放以前的经济发展带有很大政府推动色彩，并不是经济体交易效率内生

发展的产物。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整个经济体的交易效率得到较大改善，但城乡两分的经济

和社会制度以及过去遗留下来的工业化战略仍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交易效率的动态改进和中

国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因此，本文就从这一视角构建一个能理解中国情形的交易效率、工

业化和城市化一般均衡模型。 
考虑一个经过我们修正的 Fujita-Krugman(1995)城市化模型。5模型假设如下： 
（1）中国的经济体中存在农业和制造业两个部门，农业部门只生产一种农产品，制造

业部门生产 n种工业品，由于它的值较大，因此在后面推导中将它视为连续性参数；农业人
口从事农业生产，城市人口从事制造业生产； 

（2）中国经济体中共有 N个相同的消费者，其效用函数形式为 (1 )( )i i iu z nxα ρ α ρ−= , i=A, 

B, C，其中 A代表农业人口，B代表城市人口，C代表流动人口。 iz 代表消费的农产品数量，

ix 代表消费的工业品数量，p为农产品市场价格，q为工业品市场价格， )1,0(ρ ∈ 表示消费

者对工业产品品种多样化的偏好程度，ρ 越小，则消费者越偏好多样化消费。 
（3）由于产品在本地生产本地销售的运输成本、信息不对称程度、地方保护色彩相对

较低，所以为推导方便，假定农产品和工业品在本地销售不产生运输成本和交易成本，因而

交易效率均为 1，而只有在运往外地时才产生运输成本和交易成本。设农产品运往城市的交

易效率为 ]1,0[∈t ，而工业品运往农村的交易效率为农产品交易效率的一个正的倍数σ 且

                                                        
5该模型先前曾经过杨小凯（2003）的简化。参见杨小凯，《发展经济学》，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年 12月版，第 269－2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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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σ 。6另外，由于流动人口 CN 在流动时面临着户口、学历、受教育权、工资福利待遇等

诸多歧视，为此特假设，这部分人口在消费农产品时的交易效率不如农村人口（设为

10, << µµt ），而在消费工业品时的交易效率不如城市人口（设为 tν , 10 <<ν ）。其中，

νµσ ,, 均被假定为常数，原因是在人口不完全自由流动条件下，信息、知识、技术等传播

速度慢，作为生产要素的人口的流动也受到限制，因此，我们假定工业品相对于农产品的相

对交易效率不变，整个经济体的交易效率演进速度较慢。但人口自由流动条件下，这些假设

均要进行相应修正（详见附录）。最后，流动人口的工资也被人为地限制为 1=< BC ww 。 

（ 4 ） 假 定 农 业 部 门 的 生 产 函 数 为 里 昂 惕 夫 生 产 函 数 ， 形 式 为 

( , ) min{ , }laborf labor land land
a

= ，也就是生产一单位农产品需要α 单位的劳动与一单

位的土地，其中土地可无限开发； 制造业生产函数为 ( ) max{ ,0}labor ff labor
b
−

= ，

生产中不需要土地。农业由于没有土地进入限制因而市场结构为完全竞争；制造业由于有固

定投入所以为垄断竞争市场结构。假设农村居民的工资为 Aw ，假定城市居民 1=Bw 。 

综合上面可知农村居民、城市居民和流动人口的决策问题分别为： 

AAAAAA wnqxpztstxnzu =+= − ..])([Max /)1( ραρα                   （1） 

BCB
ρ

BBB wnqxpztsnxtzu =+= − ..][)(Max /)1( αρα
               （2） 

CCCCCC wnqxpztstxntzMaxu =+= − ..])([)( /)1( ραρα νµ              （3） 

这样便可以通过消费者的最大化行为得到各自对农产品、工业品的需求函数、间接效用

函数、需求自价格弹性：7  

pwz ii /α=                                            （4） 

qnwx ii /)α1( −=                                         （5） 
αααααα σα −−−−−−= 1)1(/)1)(1(1 /][α1( qpwtn)u A

ρρ
A              （6） 

αααααα −−−−−= 1/)1)(1(1 /)α1(α qpwtnu B
ρρ

B                   （7） 
ααρρααα ανµα −−−−−= 1/)1)(1(1 /)]1([)( qptwnu CC              （8） 

nρρnE )1/()( −−−=                                     （9） 
农业部门的零利润条件意味着  

Awp α=                                                （10） 

由于城市和农村地区之间的人口流动受到限制，所以当流动达到动态均衡时也就出现流

动人口和农村人口的效用的均等化。条件 CA uu = ，加上（10），可得： 
αααα σνµ −= 11 /CA wtw －                                  （11） 

由于制造业部门为垄断竞争结构，所以用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以及零利润条件可得

到： 

                                                        
6Fujita-Krugman(1995)假定农产品交易效率和工业产品交易效率是两个独立参数，它们在模型中发挥着各自
不同的作用。本文认为这两个参数内在是统一的，它们对经济体的作用是一致的，只是其大小有别，原因

主要是这两种产品的性质不同导致。 
7杨小凯，《发展经济学》，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12月版，第 91－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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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nqwNwNwNbqbqnnq CCBBAA =++−−−−=− ))()(1())(()1( αρρ 和        （12） 

农产品市场出清有：
α

α A
CCBBAA

NNwNwNw
p

=++ )(                       （13） 

工业品市场出清有：
b

fnNNwNwNw
nq

B
CCBBAA

−
=++

/)(1 α－
            （14） 

再加上劳动出清条件，便可以决定 NA，q，wA和 n。结果，对农业部门的劳动力需求为： 

                      ααα

α

νµα
σα

twbq
nqfN

C
A

1
))(1( 1

1

−

−

−−
=                       （15） 

均衡时对工业品的需求为 CCBBAA xNxNxN ++ ，因此为生产这些工业品所需的劳动为

)]([ CCBBAA xNxNxNbfnnL +++= 。当达到均衡时，为生产工业品所需的劳动力等于

在城市中的劳动力人数，即有 CB NNL += 。由此可得到： 

bq
fnqNN CB −

=+                                   （16） 

将（16）代入（12），可得到均衡时的城市居民和流动人口数量为： 

0, =
−

= CB N
bq

fnqN                                 （17） 

这表明，如果存在流动限制，那么，在流动人口的效用等于农村人口的效用时，这部分

流动人口不会发生流动。由（12）－（17）可得到均衡的工业品数目为： 

ftw
Ntw

ρn
C

C

])1[(
)1)(1(

11

1

αααα

ααα

ασνµα
νµρα

−−

−

+−
−−

+=                       （18） 

按 照 传 统 的 以 工 业 产 值 衡 量 工 业 化 的 表 示 式 ， 工 业 产 值 的 比 重 应 为

)()(
)(

CBACBA

CBA

zzzpxxxnq
xxxnq

indus
+++++

++
= ，容易证明 0/)( >dnindusd ，这说明工业

品数可作为工业化程度的代理变量。8另外，城市化程度可被表示为： 

])1[(
)1(

11

1

αααα

ααα

ασνµα
νµα

−−

−

+−
−

=
tw

tw
N

N

C

CB            （19） 

通过（18）、（19）进行相应处理，并考虑 1,,0 << Cwνµ ，可分别得到以下比较静态

结果：                0>
∂
∂
N
n

和 0
)(
=

∂

∂

N
N

N B

                             （20） 

0>
∂
∂

t
n

和 0
)(
>

∂

∂

t
N

N B

                              （21） 

（20）中两个式子表明，随着人口规模增加，工业化程度上升，但人口规模与城市化
之间并不存在必然联系，也即人口规模大的国家（地区）并不一定比人口规模小的国家（地

区）有更高的城市化程度。（21）中两式表明，农产品交易效率对工业化和城市化均有正面

                                                        
8该模型中工业品为差别化产品，相互之间不完全替代，所以产品种类数与用工业产值代表的工业化之间具

有一致性。有关这一点可参见杨小凯（20003）和 Fujita and Krugman(1995), Dixit and Stiglitz(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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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由于农产品和工业产品的交易效率相差一个正的倍数，所以总体而言的交易效率改进

将与工业化和城市化成单调正相关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在人口自由流动条件下，情形会发生相应变化。首先要对交易效率的假

设进行修正。原因在于人口自由流动条件下，经济体交易效率的演进速度可能比较快，达到

城乡一体化的时间可能相对较短，因此必须对工业品的交易效率进行处理。仍设农产品运往

城市的交易效率为 ]1,0[∈t ，但工业品运往农村的交易效率这时不再为一个正的常数，而假

设为农产品交易效率 t的一个函数 tt)(σ ，并且 )(tσ 必须满足以下条件：（1） 1)(0 ≤≤ ttσ ，

这意味着工业品的交易效率也在 ]1,0[ 区间变化；（2） 1)( ≥tσ ，这意味着工业品的交易效

率必须大于农产品的交易效率，这主要是由于相对于农产品而言，工业品具有标准化程度高、

易存储、品种数量多、运输上的规模经济等特点，因而其交易效率要高于农产品；（3）

1)1( =σ ，意味着工业品的交易效率在农产品的交易效率为 1时也最终会等于 1，也就是城

乡交易效率一体化。 
这样通过上面类似的一般均衡过程，我们可以得到相应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为： 

{ }fttt
Ntttρn

ασα
σρα

αα

αα

+−
⋅⋅−−

+= −

−

1

1

])()[1(
])([)1)(1(

                    （22） 

{ }ασα
σα

αα

αα

+−
−

=−= −

−

ttt
ttt

N
N

N
N AB

1

1

])()[1(
])()[1(1                   （23）  

比较（18）与（22）以及（19）与（23）可发现，人口不完全自由流动条件下的工业
化和城市化要小于人口完全自由流动条件下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并且到那时，交易效率

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关系很可能不再像人口不完全自由流动条件下那样呈现单调正向关系，

而可能需要相应的参数条件才可能出现（详见附录）。总之由上述模型可见，在人口不完全

自由流动条件下，工业化和城市化均会小于人口自由流动条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并且随着

交易效率的演进，这一受到限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均会内生演进。9由于数据的可获性特别

是制度数据的可获性，因此下文将利用中国 1997－2002年的交易效率数据重点检验这一一
般均衡模型对中国问题的解释力。 

四、基于 1997至 2002年中国跨省数据的初步检验 

（一）交易效率的度量方法、交易效率指标的构造10 

对交易效率的度量将是本文实证研究的核心。11由于交易效率的组成层面涉及政府、交

                                                        
9这一模型也间接印证了诺思 1981年说法——“世界的城市化是过去一百年来发展起来的，它与工业化城市
的联系还不如它与交通成本的急剧下降、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和中心地区对经济活动集聚作用的联系更紧

密”（North,1981,pp158-162）。 
10
直接从上述理论得出明显的计量模型比较困难，原因是其中涉及很多参数，比如农产品在消费中的比率

α ，消费者对工业产品品种多样化的偏好程度ρ ，工业品与农产品的相对交易效率系数σ ，生产单位工业
品的固定成本 f ，交易效率 t 以及人口规模 N，并且这些参数在不同国家可能存在很大差别。方法之一是
可以使用数值模拟，笔者将专文讨论这一点，因此，本文计量时拟将这些参数忽略，而直接关心交易效率

与工业化、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并直接以交易效率为自变量对它们进行解释。 
11有关交易效率的度量方法可参见赵红军：《交易效率：一个度量交易成本的新方法》，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工作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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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通信、教育等三个大的层面，而这三个大的层面可能还将涉及更多因素，因此，如何从

众多因素中提取出一个能代表一国经济体的交易效率水平将是本文工作的关键所在。根据统

计学原理，本文拟采用因素分析法中的主成分分析法来对交易效率变量进行处理。其具体步

骤为： 
第一，对开始假定的代表交易效率不同层面的众多因素进行分析前的预处理，比如，数

据分布状态如何、统计量信息怎样等，并进行相应处理。 
第二，进行信度分析，看这些指标是否内在一致，能否能作为衡量交易效率的变量。目

前国外最常用的信度指标是Cronbach的α信度系数。Cronbach认为，α小于0.35为低信度，在
0.35和0.7之间为中信度，在0.7以上为高信度。在实践中，只要α大于0.7以上就可说明所选择
的各因素内部一致，具有良好的信度。 
第三，在进行因素分析之前，还必须进行 KMO 抽样适当性参数（Kaiser-Meyer-Olkin 

Measure of Sampling Adequacy）检验和 Bartlett球形检验（Bartlett’s Test of Sphericity）。这两
个参数检验皆通过，则说明这些变量间存在共同因素，适合进行因素分析，否则不适合进行

因素分析。 
第四，对这些代表交易效率不同层面的因素进行主成分分析，按照相应的计量要求提取

主成分，并称之为交易效率主成分。然后通过计量模型分析它与工业化、城市化与经济发展

的关系。下面将逐步进行这些工作。 
根据前面论述，本文的交易效率指标将由以下层面的指标组成，见表 1所示。 

首先，政府的各项制度政策无疑将是影响“经济人”进行生产和经营活动的重要因素，具
体包括政府向农民摊派的各种税费负担，对企业的各项政策干预、地方政府对本地市场的保

护，这些主要用来衡量政府制度和政策对交易效率的影响；另外，对生产者权益的保护、对

知识产权的保护用来衡量法制制度对交易效率的影响；银行业的竞争程度则衡量了银行等金

融服务对交易效率的影响，而劳动力的流动性则直接测度了人口迁移、户籍制度等政策对交

易效率的影响。由于我们要衡量的是交易效率，因此，上述制度政策层面的指标均被转化为

正向指标。其次，除了制度政策方面的指标外，交通基础设施、交通工具、通信设施也会影

响交易活动的快慢和速度，因此我们还选取了万人民用、私人、运输车辆、人均道路铺装面

积以及人均交通和通信消费额三项指标来衡量这一方面的交易效率；最后，除了上述制度和

基础设施层面外，我们还加入了万人中高等专业学校毕业生数，因为人是知识的载体，学历

越高，教育程度越普及，毫无疑问，这将直接影响生产和交易活动进行的速度快慢和质量高

低。 

表 1 交易效率的不同层面及其衡量指标 

交易效率的不同层面 分类指标 资料来源 

1.政府对农民负担的减轻 

2.政府减少对企业的干预 

3.商品市场上地方保护的减少 

4.银行业的竞争程度 

5.劳动力的流动性 

6.对生产者权益的保护 

制度 

7.对知识产权的保护 

樊纲，王小鲁（1999，2002，2004）

8.万人民用、私人、运输汽车数 

9.人均道路铺装面积 
 基础设施、信息、 

通信科技 
10.人均交通、通信消费额 

教育 11.万人中、高等学校毕业生数 

《中国统计年鉴》各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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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交易效率指标外，对工业化的度量我们采用工业产值占 GDP 的比重作为工业品数
目的代理变量。原因在于目前的统计资料均不提供工业品数目的数据。另外，从原理论模型

来看，工业品市场生产的是差别化产品，因此，工业品的数目越多，工业产值也会越大。对

城市化，我们采用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对经济发展，我们采用人均 GDP作为
主要的衡量指标。由于资料的可获性问题以及对各指标时间一致性的考虑，所有统计数据采

用全国除港澳台以外的 31个省市自治区 1997年至 2002年度的数据。 

（二）交易效率各变量的基本统计量信息 

由于代表交易效率的指标众多且代表不同层面，因此有必要利用因素分析法对交易效

率进行处理，分析其内部一致性，并判断这些指标是否能衡量经济体的交易效率。如果这些

变量确实内部一致并且能作为交易效率的代表，那么利用这些众多变量产生的一两个因素得

分就可代替原变量进行计量分析，这样便可避免交易效率各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的共线性等多

种问题，从而为后面的计量工作打好基础。 

表 2 给出的数据是根据计量软件得出的交易效率各因素的基本统计量信息。由该表偏
度系数可见，除了“对生产者权益的保护”和“银行业的竞争程度”两项基本呈对称分布

外，其余变量均明显不对称。其中，“减轻农民的税费负担”、“减少商品市场的地方保护”

明显左偏，而“劳动力的流动性”、“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万人中高等学校毕业生数”、

“万人民用、私人、运输车辆”、“人均道路铺装面积”、“人均交通、通信消费额”等均

明显右偏。因此，在进行因素分析前需要将这些变量进行自然对数变换，以保证它们能进行

后面的信度和因素分析。 

（三）信度分析 

表 3 经过再次选择的交易效率各变量信度分析结果 

总的层面 各个分类变量 Cronbach’s α系数 

交 易 效 率 

2.对数政府减少对企业的干预 

4.对数银行的竞争性 

7.对数知识产权保护 

8.对数万人民用、私人、运输车辆数 

10.对数人均交通通信消费额 

11.对数万人中高等学校毕业生数 

0.8038 

所谓信度（reliability）是指对同一事物进行重复测量时，所得结果的一致性程度。目前

表2 交易效率各指标的基本统计量信息 

 样本数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方差 偏度 

1.减轻农民的税费负担 31 1.81 10.36 7.735 1.96 3.83 -1.13 
2.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干预 30 1.47 11.81 6.056 2.50 6.26 0.81 
3.减少商品市场的地方保护 31 1.29 10.17 7.724 2.36 5.58 -1.68 
4.银行业的竞争程度 29 -0.34 9.41 5.26 2.11 4.45 -0.52 
5.劳动力的流动性 31 -0.01 9.35 2.80 2.43 5.89 1.80 
6.对生产者权益的保护 31 4.21 9.52 6.94 1.38 1.89 -0.35 
7.对知识产权的保护 31 -0.33 10.23 2.02 2.18 4.77 2.26 
8.万人中高等学校毕业生数 31 11.95 62.74 20.81 11.37 129.44 2.47 
9.万人民用、私人、运输汽车数 31 86.04 1230.37 263.22 214.53 46027.05 3.40 
10.人均道路铺装面积 31 4.34 14.46 7.93 2.52 6.33 1.13 
11人均交通通信消费额 30 286.11 878.43 420.63 152.06 23122.95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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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最常用的信度指标是 Cronbach的 α信度系数。Cronbach认为，α小于 0.35为低信度，
在 0.35和 0.7之间为中信度，在 0.7以上为高信度。 
但按表1所假设的交易效率各因素进行信度分析的结果显示，如果将这些代表交易效率

的11个因素全部纳入，所得的α信度系数只有0.61，小于0.7以上的高信度检验标准，这说明
我们初次选择的交易效率各因素内部结构比较混乱，因此有必要对这些因素进行重新选择。

根据将相应变量删除后的均数、方差、相关系数、α信度系数的变化情况，当交易效率的各
因素组合如表3所示时，α信度系数值达到0.8038的高信度检验标准。这显示，表1开始所假
设的交易效率变量数目众多，但只有“银行的竞争性”、“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万人中

高等学校毕业生数”、“万人民用、私人和运输车辆数”、“人均交通、通信消费额”以及

“政府减少对企业的干预”六项指标间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并且它们能作为代表交易效

率的因素。 

（四）对交易效率的因素分析 

因素分析是指从N个变量中选取出M个隐含因素的一种统计分析方法（N>M）。它的主
要目的是以最少的信息丢失为代价将众多的观测变量浓缩为少数几个因素，发现事物的内在

联系。在进行因素分析之前，还必须进行KMO抽样适当性参数检验和Bartlett球形检验。前
者衡量的是这些变量之间的偏相关性，一般取值范围在0－1之间。通常认为，该值在0.9以
上效果最佳，0.7以上还好，0.6时效果最差，0.5以下根本不适合进行因素分析。后者衡量的
是这些相关阵是否是单位阵，若拒绝该假设，则说明这些变量之间的确存在相关关系。这两

个参数检验皆通过，则说明这些变量间存在共同因素，适合进行因素分析，否则不适合进行

因素分析。表4、5是根据计量统计软件得到的分析结果。 
表4 因素分析适当性检验 

检验类别 参数名称 参数值 

KMO抽样适当性检验 KMO参数 0.715 

Bartlett球形检验 卡方值 67.97*** 

注：*代表10%的显著水平，**代表5%的显著水平，***代表1%的显著水平 

 
表5  提取的主因素及其对总变异的解释率 

可能提取的主因素 初始特征值 

因素 特征值 对变异的解释率% 对变异的累计解释率% 

1 3.249 54.151 54.151 

2 1.146 19.105 73.256 

3 0.763 12.721 85.976 

4 0.401 6.690 92.666 

5 0.262 4.371 97.037 

6 0.178 2.963 100.000 

由表5可见，KMO值远高于0.5的检验标准，Bartlett球形检验也达到1%的显著水平，这
表明这次我们所选择的了代表交易效率的六个变量内部具有共同因素存在，适合进行因素分

析。另外，如果按照特征值大于1的标准提取主成分，则上面六个代表交易效率的指标可提
取出两个主成分，并且它们对六个交易效率变量的累计解释率可达73.26%左右，这说明，
如果运用提取出来的主成分替代原变量，在很大程度上与原变量具有相同的解释力。为了更

加清楚地看出这些主成分对各变量的解释率，表6和图2是根据最大变异法与Kaiser 正态化
方法转轴后的因素负荷量矩阵以及因素分布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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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转轴后的因素负荷量矩阵 

提取出的主成分 
交易效率各变量 

1 2 

8.对数万人民用、私人、运输车辆数 0.927 -0.161 

11.对数万人中高等学校毕业生数 0.843 0.125 

10.对数人均交通通信消费额 0.791 0.282 

7.对数知识产权保护 0.689 0.535 

2.对数政府减少对企业的干预 0.509 0.379 

4.对数银行的竞争性 1.4442E-02 0.957 

 

 
图 2  转轴空间中因素分布平面图 

 
由表6可见，主成分1对万人民用、私人、运输汽车、万人中高等学校毕业生、人均交通

和通信以及知识产权保护、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干预等具有较高的解释力，这些变量的信息分

别被主成分1提取了51%－93%的信息，说明该主成分对汽车、交通、通信基础设施、受教
育程度、政府提供的法律和政策服务对交易效率的影响具有较强的解释力，而主成分2则对
银行体系的竞争性具有较高的解释力，提取了其信息的96%，说明该主成分主要反映了信贷
约束等金融服务对交易效率的影响。图2清楚地表明，将银行的竞争性和其他五个变量分开，
用不同因素提取其信息是合理的。 
这些结果表明，运用因素分析法对交易效率变量简化的结果与经过再次选择的6个交易

效率结构完全相符，具有因素效度，并且它们的确代表了交易效率的重要内涵。下来，我们

将经过因素分析以后提取出的主成分1和2作为新的变量，分别称之为“反映基础设施、政府

服务和教育程度的交易效率指标”（简称为“交易效率指标1”）和“反映金融服务的交易

效率指标”（简称为“交易效率指标2”）。由于这些指标均为正向指标，所以，该因素分

数越高，则说明该省市的交易效率越高。 

（五）交易效率随着地区变异程度的衡量 

由于中国地大物博，地区差距较大，因此还有必要检验交易效率指标以及其余几个衡量

交易效率的变量是否会随着地区和时间的不同而不同。表7是以地区和时间为因子对交易效
率两个指标以及其余六个变量的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 

 
 

对数万人民用、私人、运输汽车数 

对数人均交通、通信消费 

对数对知识产权的认识 
对数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干预 

对数银行体系的竞争性

主成分 1 

2 

分
成
主 

  -                 -                    -                      -                   - 
-1.0               -0.5                  0.0                 0.5                 1.0 

对数万人中高等学校毕业生数 

1.0 -

0.5 -

0.0 -

-0..5 -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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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交易效率各指标随地区类型的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 

方  差  来  源 
变   量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F 值 

交易效率指标 1 0.7961 -0.6204 -0.3618 7.927*** 

交易效率指标 2 0.6219 0.0488 -0.6560 5.517** 

对数减轻对企业的干预 1.9873 1.4438 1.6400 4.821** 

对数银行的竞争性 2.0280 1.8686 1.4308 4.880** 

对数对知识产权的保护 1.5145 0.6912 0.5333 20.051*** 

对数万人民、私、运输汽车 5.7855 5.0313 5.2625 6.207*** 

对数万人中高等学校学生数 3.2264 2.9362 2.6783 7.459*** 

对数人均交通、通信消费 6.2236 5.7925 5.9091 8.347*** 

*表示 10%显著水平，**为 5%显著水平，***为 1%的显著水平。 

表 7显示，交易效率及其主要组成变量在三个地区间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差异，交易效率
两个主成分以及其他组成变量的方差分析结果大多达到 1%的显著水平。从各变量的平均值
来看，东部地区的交易效率各指标均明显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但中部和西部地区的交易效

率差距则不很明显。就银行的竞争性以及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万人中高等学校毕业生数等指

标看，中部地区优于西部地区，但万人民用、私人、运输汽车，人均交通、通信消费，减轻

对企业的干预等则西部具有一定优势，这部分地反映了西部地广人稀、对交通、汽车、电信

需求强烈，政府干预难度大等实际情况。这些信息表明，作为沿海开放地区的东部无论是在

制度上还是在交易效率硬件上均明显优于中、西部地区，而作为内陆地区的中、西部地区的

交易效率指标则差别不大，优劣共存。 

（六）对交易效率与工业化、城市化和经济发展关系的验证性检验 

表 8给出的计量结果并未写出显式计量模型，而直接针对交易效率与各经济发展变量之
间的关系进行验证式检验。 

表8  根据全国1997和2002年混合数据的交易效率与工业化、城市化的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常数项 F值 R2 被解

释变

量 
模型 交易效率主

成分 1 
交易效率主

成分2 
工业化 对数人口

对数人

均投资
   

模型1 
0.916

（0.680）
1.362 

(1.012) 
43.914*** 

(33.246) 
0.743 0.058

模型2 
2.331

（1.652）
-0.409 

(-0.274) 
8.544**
(2.174)

6.494 
（0.376） 

2.149 0.219
工 
业 
化 

模型3  9.279***
(3.229)

5.245***
(2.800)

-38.980 
(-1.678) 

6.628 0.329

模型4 
14.326***
（7.809）

 39.604*** 
(21.998) 

60.974 0.709

模型5 14.326***
(7.953)

2.504 
(1.390) 

39.604*** 
(22.404) 

32.589 0.731

模型6 12.869***
(6.544)

4.327** 
(2.078) 

-8.793
(-1.606)

78.115*** 
(3.249) 

24.015 0.758

城 
市 
化 

模型7 14.091***
(7.728)

2.154 
(1.168) 

0.257
(0.938)

28.322*** 
(2.330) 

21.911 0.741

模型8 0.243***
(9.845)

8.811E-02*** 
(3.584) 

4.796*** 
(197.652) 

54.808 0.820

模型9 0.243***
(8.550)

8.806E-02*** 
(2.922) 

2.521E-04
(0.003)

4.795*** 
(13.778) 

35.016 0.820对数

人均

GDP 
模型

10 
0.236***
(10.427)

7.652E-02*** 
(3.348) 

8.510E-03**
(2.507)

4.422*** 
(29.349 

46.679 0.859

注：*表示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5%的水平上显著，***为1%水平上显著，括号中的数据为t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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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交易效率、人口规模和工业化的关系 

由该表工业化栏可见，模型 1中工业化与交易效率两项指标的关系在统计上均不显著。
仅用交易效率解释我国 1997至 2002年的工业化，只有 6%左右的解释力。当我们在工业化
模型中加入人口变量后，模型的解释力明显上升，且人口变量在 5%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
一个大的人口规模扩大了工业生产的回旋余地，给我国的工业化带来了较大的正面支撑作

用，这与前面理论预测一致。模型 3中人均投资和人口变量均在统计上显著，且模型的解释
力比前两个均高，这说明即使到了 1997至 2002年间，我国的工业化仍然不是交易效率内生
演进的结果，而仍然可能带有较大的政府政策干预色彩。 

2． 交易效率与城市化的关系 

从交易效率与城市化的关系看，当我们在模型中使用了逐步法作为自变量的引入标准

时，交易效率指标 2被剔除出城市化模型，仅交易效率指标 1被纳入。结果显示，仅用交易
效率指标 1 便可解释城市化的 71%左右，交易效率指标 1 对城市化的影响在统计上显著。
当我们在模型中强行纳入交易效率指标 2后，虽然模型 5的解释力上升了 2.2%，且交易效
率指标 2的系数为正，但在统计上并不显著，一个可能的原因是该模型中遗漏的人口变量与
交易效率因素 2正相关，且人口对城市化有负向影响（虽然不显著）。 

在控制交易效率并引入工业化和人口变量的情况下，虽然二者均不同程度提高了模型

对城市化的解释力，但二者在统计上均不显著。值得注意的是，在加入人口变量后，交易效

率指标 2的影响在统计上显著，且系数出现较大幅度上升，交易效率指标 1的系数则出现小
幅回落，这意味着一个大的人口规模可能提升了金融服务效率，但却给基础设施和政府服务

等维度的交易效率带来了压力，从净效果来看，两项交易效率指标总和比原先上升了 2.2％。
这符合前面理论预测，因为人口规模的扩大，缩短了人们参与生产和交易活动的距离，增加

了信息的传递速度，从而也会提升了经济体的总和交易效率。工业化对城市化的影响在统计

上不显著，这表明我国的城市化进程背后可能有其他的影响因素，而并不完全是工业化的内

生表现。 

3． 交易效率与人均 GDP的关系 

交易效率与工业化之间的关系在统计上不显著，但却与城市化存在着比较明显关系。这

促使我们今后继续思考这样的问题，交易效率到底通过什么样的途径作用于经济发展？ 
由表 8中模型 8、9、10可见，代表交易效率两个维度的指标均在统计上显著，影响系

数从 0.07－0.24左右。人口规模对人均 GDP的影响为正，这符合前面理论，但其系数在统
计上并不显著，这说明大的人口规模一方面为工业生产和规模经济提供了更大的回旋余地，

但与此同时也会消耗既有资源和产品，因此人口规模和人均 GDP之间的关系仍带有很大的
不确定性。另外，工业化对人均 GDP的影响为正且在统计上显著，并且使模型的解释力出
现了较大幅度上升，但却使交易效率两个指标的系数出现下降。这表明在我国，现有的工业

化政策与交易效率上升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复杂关系。一方面，我国的工业化政策还未完

成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可能还并不太着眼于经济体交易效率的演进与提升，而更多地关注于

GDP增长与就业等短期目标；另一方面，这些工业化政策虽然能在短期提升人均 GDP，但
却会对经济体交易效率演进乃至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带来一定负面影响。毫无疑问，在未来相

当长时间内，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仍将是中国必须面临的一个重要的历史课题，在这一背景下，

关注于经济体交易效率的演进，并考察它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关系毫无疑问将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 

五、结论 

经济发展是一个复杂的经济演化过程，要找出系统中各变量的内在联系十分困难。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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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观点认为，工业化是经济发展的根本，没有工业化就不会有城市化，也难以有人均收入提

高和经济发展。本文在此之外提出另一个思路，交易效率演进是经济发展的源泉，所谓经济

发展只不过是交易效率动态演进的必然结果。具体而言，本文获得以下初步认识和结论： 
首先，交易效率并不是难以操作，让人琢磨不透。运用“冰山交易成本”技术和因素

分析等计量分析方法，可将它引入经济发展模型，并在众多影响交易效率的因素中选取出交

易效率主成分，从而可系统地考察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本文算是这一假想的一次尝试。 
其次，交易效率与工业化之间的内在关联未得到中国证据的支持。我国 1997 至 2002

年数据表明，交易效率与工业化之间不存在前文理论假说中的内生关联，而更多地表现为建

国初政府干预型工业化政策在当代的延续，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工业化的特殊性。 
再次，来自中国 1997和 2002的证据表明，工业化对城市化的贡献在统计上并不显著，

而交易效率对城市化的贡献则十分明显。这为前面的理论言——城市化与交易效率的关联度
要大于交易效率与工业化的关联度。没有交易效率改进可以有暂时的工业化，但是难以有持

续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提供了很好的证明。 
复次，人口与工业化之间的内在关联以及人口与城市化的无关性均得到中国证据的支

持。一个大的人口规模提高了经济体中少品种大批量生产的规模经济与消费的多样化偏好之

间两难冲突的折衷余地。但人口与城市化之间并不存在必然关联。 
最后，本文意蕴在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提高一国经济体的交易效率可以推动一国

工业化、城市化和经济发展，包括加强交通、通信基础设施建设、保护知识产权，提高银行

体系的竞争性，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干预、提高教育水平等。没有交易效率的提高可以由暂时

的工业化，但难以有持续的经济发展。这意味着提高经济体的交易效率可能是经济内生增长

的必要条件。当然，本文的研究还很粗糙，这主要是局限于数据等客观条件，但这也为今后

的研究留下了充分的思索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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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对人口完全流动条件下交易效率与工业化和城市化关系的讨论 

在人口自由流动条件下，仍设农产品运往城市的交易效率为 ]1,0[∈t 。给定农产品的交

易效率 t ，工业品运往农村的交易效率将是农产品交易效率的一个正的倍数，记做

( )tσ σ= 。这样，工业品的交易效率即为 tt)(σ 。这样，当农产品交易效率演进时，工业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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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交易效率也随之演进。根据交易效率在 0到 1之间取值的事实， )(tσ 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1） 1)(0 ≤≤ ttσ ；（2） 1)( ≥tσ ；（3） 1)1( =σ 。 

这样，通过文中第三部分类似的一般均衡过程推导，我们可以得到相应的工业化和城市

化水平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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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所关心的交易效率对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影响便可以通过考察上述两式的比较

静态结果而获得。 

由于α ， )1,0(∈ρ 且 N, f 均为正数，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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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1 工业品交易效率的取值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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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面积 1所示时就能保证满足 0)]()12()()1[( >−+′− ttt σασα ，也就是 0)(
>

∂
∂

t
tf

，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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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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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 以及 ]1,0[∈t 时，由于

1 2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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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而 )(tσ 的取值在

t
t 1)(1 ≤≤ σ 之

间，所以此时 )(tσ 在图 1 中区域 1+2 时便能满足 0)]()12()()1[( >−+′− ttt σασα ，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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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们发现，在人口自由流动条件下，只有当工业品交易效率相对于农产品交易效

率的倍数满足

1 2
1 1max ,1 ( )t t

t

α
α σ
−
−

⎧ ⎫
≤ ≤⎨ ⎬

⎩ ⎭
时，才会出现工业化和城市化随着交易效率动态演

进的局面。这一条件在经济上涵义是，当农产品在消费中的比重小于一半时，只有当工业品

的交易效率超过农产品交易效率倍数的一个临界值时，才会出现工业化随着交易效率演进的

现象。在农产品在消费中的比重大于一半时，只要工业品的交易效率超过农产品的交易效率

就会出现工业化随着交易效率演进的现象。 
城市化对交易效率 t的比较静态与上面相同，故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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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raditional viewpoints maintain that industrialization is the only way through to 
prosperous urbaniz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is paper, however, is of the view that 
endogenous evolution of a country’s transaction efficiency is more fundamental than 
industrialization in that it can not only enlarge the trade-off between scale economies and 
transaction costs, but also endow their economic men with more freedom to choose his economic 
space everywhere, therefore it can go hand with hand with its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Chinese evidences between 1997 and 2002 shows that dynamic evolution of its transaction 
efficiency is an important engine for its urbaniz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but not for its 
industrialization, which means that China’s industrialization was not a result of evolution of its 
transaction efficiency but of its long-lasting governmental interventions, which can push its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short run but in the long run exert negative effect on its urbaniz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great disparity between its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and 
many structural problems facing with China’s government mean that there is still a long way to go 
if China want to have a sustained economic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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